
回眸中国文学史，离不开汪曾祺。研究新
时期先锋文学，研讨汪曾祺，绕不过小说《受
戒》。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是由《受
戒》这块核心底座参与奠定的。汪曾祺在《受
戒》的末尾特地注明：“一九八O年八月十二
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眨眼之间，恍如梦境，《受戒》发表已经43
年了。研究和评论《受戒》的文字，更是与日俱
增，常评常新。评论家马风从与刘心武小说
《班主任》的比较中，从文学史角度论证：“真正
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
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李锐从形式变革的
角度指出：“新时期小说文体变革是从《受戒》
开始的。”格非则从小说观念和文学传统的角
度认定：“汪曾祺是先锋文学第一人。”这三位
的评价和论述是中肯的。《受戒》确实为新时期
的小说创作，树立了多维度标杆，在同类作品
中，至今难以超越。

43年来，人们对《受戒》的艺术性、创新性
形成共识，但对其反映、折射的现实性、政治性
认识不够，有人甚至激言：《受戒》是“逃避现
实”的避难所，是“去政治化”的桃花源。其实
不然，极具有艺术力地表现了政治，艺术之美
和政治之美并蒂莲开，也是《受戒》的先锋和创
新之一。

一、咬“戒”之饵，拖钓者入潮，于无形中表
现思想解放、破除清规戒律的时代政治

汪曾祺在与台湾作家施叔青的对话中言
明：“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
的，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
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人是不能受压抑
的”“人性的解放”，这是我们解读《受戒》的密
钥。在谈到以小英子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心理比
较健康、摆脱礼教束缚时，汪曾祺挑明：“这是思
无邪，诗经里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
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
害。”建国后的历次所谓政治运动，对人压抑最
大的是极左紧箍咒般束缚的“清规戒律”。通读
《受戒》，我们不难体会，“受戒”是引子、是障眼，
骨子里都是蔑戒、逆戒、犯戒和破戒。

当和尚，是要受戒、持戒、守戒的。“这个庵
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小说
一边说庵里没有清规戒律，一边又表现善因寺
里还有清规。小英子则不受清规戒律的压抑，
她兴奋地来到善因寺，看望受戒中的明子。迎
门矗着两块大牌，一块写着斗大两个大字：“放
戒”，一块是：“禁止喧哗”。到了这里谁也不敢
大声咳嗽。连吃粥都不能出声，否则也成了变
相的“喧哗”。大和尚手握戒尺严禁，谁吃粥吃
出声音，谁就要吃戒尺。“那么多的和尚吃粥，
竟然不出一点声音！”其禁忌真比一言堂还厉
害！小英子见到明子坐在里面，“管他禁止不
禁止喧哗，还是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
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

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她视寺庙
为自家的庭院，把清规戒律踩在脚下。具有反
叛精神的小英子，几乎成了蔑戒、逆戒的圣女。

庵里犯戒、破戒的言行随处可见。老和尚
过年也吃肉。大师父收钱记账。其他师父呢，
不务正业，各有所好，各尽其兴。小和尚明子
常离开庵里，去帮助干活，和小英子暗生情愫，
明子和小英子在芦花荡结合了，受戒之日就是
破戒之时。

二、逆“流”而上，有机融合，携永恒生命和
爱情的美学清新归来

在极左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政治挂帅、艺
术次之成为主流，爱情、人性、自由等成为禁
区。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受戒》里的
爱情和婚烟，突破了革命加爱情模式，自然“出
格”。《受戒》的爱情和婚姻是被边缘化的“伊甸
园”，边缘化的地域——城郊的农村，边缘化的
环境——庵、庙和小庄子，边缘化的人群——
和尚、农人。边缘的边缘不愿被清规戒律所束
缚，更何况其他地域、其他环境、其他阶层人
呢。

《受戒》写小英子和小和尚明子的爱情颇
具特色：一是小英子总是占具主导地位。在小
英子有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的出击下，明子
于真爱中被牵着走，走着走着，就相互依偎
了。二是明里暗里有戏谑的味道。萻提庵被
讹叫荸荠庵，茡荠庵里有“茡荠”，小英子有意
将明子的脚趾当作茡荠踩；看着小英子的脚
印，明子那颗明澈的心乱了。乱了和尚，彰了
人性，还了本真。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汪曾祺很精细，把两人爱情发展逻辑理得合情
合理。两人初识，小英子主动搭腔，以后一直
叫明子，叫小名才显无间。明子拿着打兔子兼
偷鸡人的铜蜻蜓和小英子一起玩，两人用小英
子家里的鸡做试验，玩到、试到这个份上，青梅
竹马，两小无猜。明子帮小英子家干起薅草、
打场、夜晚看场、车水、汪牛、踩茡荠等农活。
特别是认了干娘，两人夜晚并肩坐在石磙子上
看场，从而发展到在踩茡荠时，小英子总是故
意踩明子的脚，两人就“踩”到一起了，这就为
划船划到芦花荡里野合奠定了感情基础。四
是清纯、干净而富有诗意。小说中富有诗意的
细节描写耐人寻味，真实而空灵，自然而深
情。在写小英子、明子的交往中，“花开”三度，
就很有诗意和韵味。首先，小英子家“房檐下
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

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
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顶风的时候，在荸
荠庵都闻得见”，栀子花香飘庵里，似乎暗合一
枝红杏出墙来。其次，明子给大英子画绣花样
子，就是小英子请来的，就是小英子掐下实物，
让他照着画的石榴花、栀子花——画得真，画
得鲜，画得跟活的一样——爱情之花也鲜活在
两人的心上。再次，小英子到善因寺接明子回
来（途中划船须经芦花荡），小英子的打扮也离
不开花：“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
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
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
一朵石榴花。”两朵花又出现了，花为心上人而
插，他俩的爱情成熟了，想“压抑”也“压抑”不
了。

三、寻根溯源，有心插柳，汪曾祺表现文明
政治的勇气和艺术来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科学、文学的
春天来到了，手擎《受戒》的为什么是汪曾祺？
这看起来好像有些偶然，实际上具有俊才逢盛
世、出手成经典的必然性。

一是诚心诚意地向社会向生活学习。汪
曾祺向古今中外学习，向各阶层群众学习，向
现实生活学习，不断端正自己的文学观、政治
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
的”，汪曾祺用新时期的精神、创作和工作实
绩，实现自我弥补、自我修复。就连回高邮探
家，他也不放弃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他实地
采访修鞋匠高天威，以其为原型，完成了反映
文革派性作怪、干部作风腐败的小说《皮凤三
楦房子》。善于学习、思索和实践的汪曾祺，有
着过去生活的阅历，拥有丰富的创作才能，又
喜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犹如春
天的种子，生根、开花，结出《受戒》的果实是必
然的。

二是理论和实践上的清醒与自觉。早在
1947年，汪曾祺就撰写《短篇小说的本质——
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其中关于小说
的定义、模样、结构、语言、诗意、留白、情感、责
任、叙事方法，以及小说的开放性、现代性、包
容性等，现在读来还是十分亲切，依然是旗帜
式、纲领式的文献。在谈到《受戒》《大淖记事》
等小说的创作体会时，汪曾祺说：“我的作品和
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
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
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

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的思想，是说不清
楚的。”汪曾祺还说：“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
想。”汪曾祺是这样想的说的，也是这样付诸创
作实践的。

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不能违背世道人心，
不能让人厌腻和反感。汪曾祺对政治有着自
己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他的作品包括《受
戒》，精确地表现了文明政治的美，让政治艺术
地抵达人心，让文学之美和政治之美水乳交
融。汪曾祺说：“我想主题不要外露，包藏的越
严越好，思想溶化在形象里。”在《受戒》《大淖
纪事》等作品中，汪曾祺是对政治倾向作了“淡
化”和“隐蔽”处理，这种处理不是“淡”得无边、

“化”得全无、“隐”没踪影，而是润物细无声。
人们可以借鉴和吸取《受戒》的创新精神和艺
术成果，但不能唯此独尊，不可以也没必要群
起仿而效之、唯此推而广之。

三是始终追求“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
境界、责任和效果。历经寒冬的汪曾祺，倍觉
世间温暖的宝贵。温暖是多元的，人们需要经
济、政治、社会、自由、人性等多种温暖。《受戒》
里充满了温馨的烟火气，庵里除了念经、放焰
口、打牌之外，也有几个账本，经营生财之道。
小英子的父亲是个能干人，不但田里场上样样
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
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等；小英子的母亲
是个聚宝盆，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
菜，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剪花样
子等。在帮工的日子里，是要改善伙食的，打
场的号子响彻乡场。庵中、庙里存欢乐，庄上、
荡里有欢愉。人们挣扎着、劳动着，为的是生
活能有余一点，后人活得好一点，未来更温暖
一点，朝着“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
余”（小英子家的门联）的小康之家更近一点。
民众福祉，百姓甘苦，人间温暖，始终萦绕在汪
曾祺的心头、笔端。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虽然没有突出政治，
但不等于没有绵里藏针的思想、锥处囊中的政
治。《受戒》的文眼是“戒”，看起来是守戒的，而
实为破戒。小说表现破戒用笔最为着力的有
两处：一处是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成熟了，水
到渠成地划进芦花荡。另一处是和尚吃猪肉，
汪曾祺一步步将吃肉推上了犯戒、破戒的高
潮，也是破除清规戒律的高潮。

《受戒》的诞生，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时
代之大幸，是文学革命、艺术创新之大幸，也是
汪曾祺本人之大幸。“温暖的篝火在燃烧，作家
应该往火里投进几束薪柴。”《受戒》发表已经
43年了，汪曾祺梦到的情景也已过去86年
了。《受戒》如春日花树，繁花似锦，令人惊艳。
字里行间，初看平平常常、浅浅显显，深思细评
难达底蕴、难抵妙谛。一千个人阅读，有一千
个《受戒》。人们会一代代阅读下去，《受戒》的
余辉余韵余温也将持续下去。

新时期扛鼎之作依然熠熠生辉
——对汪曾祺《受戒》先锋政治的考量

□ 陆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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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我作为下放知青，经高邮县革
命委员会批准，插队落户到高邮县农业科学研
究所劳动锻炼。

当时县农科所所长是于福珍。于所长五十
大几岁，中等身材，略微显胖，穿着朴素，慈眉善
目，说话干脆利落，中气十足。在后来的劳动锻
炼中，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于所长是一位老革
命，当过高邮县委组织部长。

高邮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五七干校，
它位于高邮三荡口——东墩公社、一沟公社、张
轩公社的交界处。作为五七干校，这里曾是高
邮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等劳动锻炼、
学习改造的地方。从五七干校转型为农业科学
研究所后，正式编制人员是几位所行政领导加
上六七名农技员，他们承担着水稻与三麦新品
种的选育、大面积种植试验田、上百头猪场的繁
育任务。他们和从全县各公社抽调过来的一百
多名农民以及我们三十多名下放知青组成了农
科所的大家庭。于所长就是这上百亩地、上百
人口大家庭的大管家：管吃、管住、管安排、管科
研、管生产。

农科所的第一要务就是农业科学研究。于
所长把农科所的几位农技员当个宝，结合每位
的专业特长，让他们分别担任水稻育种组、三麦
育种组、激光育种组、光呼吸育种组、良种猪繁
育组等项目负责人。于所长将我们三十几名知
青分配到试验组、养猪场、生产排（有点像部队
编制）等项目组，让我们充实到各项目组跟班学
习，拜师学艺，同时也嘱咐农技员要做好帮带知
青工作。于所长常常教导我们：农科所的主责

是抓农业科技，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离不开
农业科技创新，你们要安心搞生产，要专心学技
术，不要虚度年华！

农科所的农业研究项目多、吃饭人口多，而
财政补贴却很少，钱根本不够用。面对当时的
状况，于所长认为：靠上级财政，县财政本身就
困难，难要；靠农业收成，农产品价格本身就低，
难富。求人不如求自己，于所长想办法创办研
究所工厂，依靠自己走市场化路子，为农业科技
筹措资金，以工养农。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于所
长忙碌的身影：他千方百计找路子，弄来了好几
台车床，办起了机械加工厂；他千言万语费尽周
折争取钢材计划，为生产运转提供保障；他千辛
万苦东奔西走，为产品找销路。在于所长的领
导下，工厂生产很快就正常化了，赚到了钱，科
研经费及农业人员、知青的工资都有了保证，知
青在工作岗位上也都学到了过硬的技术。农科
所的科研、生产、生活等都生机勃勃，呈现蒸蒸
日上的态势。

于所长平易近人，他和我们同吃大食堂、同
住普通房、同劳作在生产车间与试验场。在田
头，在车间，在食堂，只要有时间，他就给我们讲
党史、讲革命战争史、讲青年成长史，赢得我们
所有人发自内心的敬重。

近日，友人送我一本《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高
邮县组织史（1927.12—1987.12）》。我看到中共
高邮县委员会（1949.10—1956.4）领导名单中，
于 福 珍 曾 任 高 邮 县 委 副 书 记（1956.5—
1957.10）。我又一次被震惊：这样资历的老干部
能上能下，从不争名夺利，忠诚干净担当，他就
是当下干部的一面镜子；我又一次被感动：这样
的老干部在那个年代以工养农，用农业科技赋
能“三农”发展，思想如此超前，工作从不推诿，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焦裕禄。翻看高邮组织史，
又一次引起我对于所长的深深怀念。

于所长
□ 周立鸣

2022年暑期得知“高邮2022中华全
国集邮文献展览”将于10月份在高邮举
办（后因疫情推迟到今年3月25日—27
日），我决定编组一框整理类邮集《抗日
一枝梅 邮坛不老松——怀念高邮人民的
老朋友杨勇伟先生》。杨勇伟先生，1921
年出生，上海人，2012年去世，享年91
岁。他1940年参加革命，在高邮打过日
本鬼子，受过伤，立下许多战功，被誉为

“抗日一枝梅”。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
合会成立，他被选为代表，以后又被选为
第二、三、四届全国集邮联理事，被认定
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名誉会士，是首批进
入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的集邮家，被称为

“邮坛不老松”。
在编组邮集的过程中，市藏协书报

刊委员会的报友焦成钢老师把我推荐给
了杨勇伟先生的儿子杨晓伟。焦成钢征
得杨晓伟的同意，把他的微信“一枝梅”
推介给我，我成为了他的微信好友。杨
晓伟老师通过微信，提供了其父杨勇伟
先生许多珍贵的资料、图片，为我编组文
献邮集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之后，杨晓
伟老师还通过顺丰快递，寄来珍贵的礼
物，以丰富我的邮展藏品。今年，我的邮
集在中华全国集邮文献展览中获得了整
理类三等奖，杨晓伟老师功不可没。

珍贵的礼物有两份，一份是10枚杨
勇伟先生生前与集邮家、集邮名人互相
赠送的实寄封，其中张包子俊、赵善长、

白歌乐、陈国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集邮
大家。1990年11月26日—29日，中华
全国集邮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开，11月28日邮电部发行了《中华全国
集邮联第三次代表大会》J174M邮票小
型张，由我国著名的邮票设计大师刘硕
仁设计。杨勇伟先生于邮票发行的当天
在北京市牛街邮电招待所从三代会现场
挂号寄给“南京石鼓路193号83504部
队 相小伟”的实寄封，也特别的珍贵。

另一份珍贵的礼物，是杨勇伟先生
生前一直珍藏的两本《人民前线》杂志，
一本是第17期（1949年 11月 21日出
版），另一本是第32期（1950年3月8日
出版）。《人民前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
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办，从第32
期第30页的“为纪念《人民前线》创刊一
周年重要启事”中得知，《人民前线》创刊
时间为1949年3月20日。第17期的刊
头由被毛泽东主席称为“马背上的书法
家”的舒同题写，第32期的刊头则由毛泽
东主席亲自题写。

我通过编组邮集，“认识”了杨勇伟
先生，又结识了杨晓伟老师。我与杨晓
伟老师的结识，算是从“邮缘”到“友
缘”。杨勇伟先生和杨晓伟老师都把高
邮视作第二故乡，充分表明了他们父子
对高邮的无限深情。杨勇伟先生去世
前嘱其子女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高
邮，与古城高邮融为一体。杨晓伟遵其
父亲的遗愿，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
时候，捐款30万元给高邮。高邮人民定
将永远怀念杨勇伟先生。我也将永远
珍藏这两份珍贵的礼物，珍惜与杨晓伟
老师的“友缘”。

珍贵的礼物
□ 全竹贵


